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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形成于20世纪中叶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将文化批判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

批判,把文化批判从文学文本拓展到了更广泛的现实社会,并体现出范式转换的鲜明特征:
以 “文化主义”范式开启 “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批判;以 “结构主义”范式形成 “多元决

定论”的文化批判;以 “结构—文化主义”范式实现 “符号化对象”的文化批判。借助对文

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范式转换的分析,形成从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理论、语言哲学和符

号学的不同介入视角所彰显的 “文化”意义,探寻 “文化”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在 “结构—
文化主义”范式的转换中,以 “内容”与 “结构”、“事实”与 “形式”的交互关系,思考社

会结构与文化事件的张力关系,达至对人的符号化世界的文化批判路径。
[作者简介] 马援,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山西

 

太原030006)。

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文化马克思主义①,以文化批判作为瞄准资本主义社会

矛盾的利器,通过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来反观传统上关于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单向

度理解模式,深度探讨了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产生了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文化批判理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不同于一般文学研究方式的文化批评理论,它不只

是对文学文本为对象的文化批评,而是面向了作为整体生活方式、多元决定论和符号化对象的文化批

判,涵盖了对日常生活、消费社会和人的符号化活动的批判,把文化批判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

批判。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承载了三代思想家的思想,包括第一代

 

“英国文化研究三驾马

车”② 的理查德·霍加特 (Richard
 

Hoggart)、雷蒙德·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E.P.汤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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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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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研究”(项目号:22AZX015)、教育部青

年基金项目 “‘结构—文化主义’范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隐喻研究”(项目号:20YJC720013)的阶段性成果。
需说明的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有广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狭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广义文化马克思主

义泛指卢卡奇、葛兰西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路径;狭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指向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英国兴起的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这里涉及的是狭义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围。
参见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
 

Chatto
 

&
 

Windus,
 

1957,
 

p.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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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
 

Thompson),第二代 “当代文化研究之父”① 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英语世界首屈

一指的文化批评家”② 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和 “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③ 托

尼·本尼特 (Tony
 

Bennett),第三代 “种族问题的文化研究专家”④ 保罗·吉尔罗伊 (Paul
 

Gilroy)、
“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批评领军人物”⑤ 乔纳森·多利莫尔 (Jonathan

 

Dollimore)和艾伦·辛菲尔德

(Alan
 

Sinfield)等。
文化批判理论在三代思想家的发展中,在聚焦不同的社会问题以及受学术思潮变化的影响下,他

们以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冲破精英主义鸽笼式的传统文化谱系;以文学理论、语言哲学和符号学从文

本语言转向人的符号化世界;以文化政治学发挥文化的治理功能和社会建构功能,呈现出对 “文化”
概念、内涵、视角和意义的变化,产生了文化批判理论的范式转换。具体表现为,从 “文化主义”到

“结构主义”再到 “结构—文化主义”的范式转换,在这一过程中三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理论特点和发

展需求,并相互关联和不断推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打开了文化批判理论的丰富场域,不仅呈现了不同

社会历史语境和人文思潮下各种姿态的 “文化”样貌,而且为文化批判走向文学之外提供了聚焦社会

现实问题的实践路径。这为我们进一步深入 “文化”内涵的理解,挖掘 “文化”的社会功能提供有意

义的借鉴。

一、“文化主义”范式:“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批判

“文化主义”范式是指将人的实践经验和实践行为纳入文化内涵的理解之中,主张人类经验生活

显影而成的文化观,彰显具有展现人类生存意义的文化功能。第一代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霍加特、威廉

斯、汤普森借助 “文化主义”范式,将作用于人感觉经验的文化视为文化研究的真实来源,强调源自

生活世界文化观念的价值和作用。他们以 “文化主义”范式,用经验事实对社会生活的直观描摹,回

归文化语义的真实场景,力图打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操控的文化符号链条,解开资本主义文化符号背

后意义关系的幔帐。
“文化主义”范式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冲破传统文化谱系学,批判形而上学文化观的必然阶段。“文

化主义”范式的出现是在文化马克思主义接受 “结构主义”思想之后,为了体现其代际差异而命名

的。“事实上,文化主义是一个在此之后 (结构主义)的术语,它的精确意义正是因为与结构主义的

对比”⑥。第一代学者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强调历史认识论的重要作用,从

人类社会实践的现实场景出发,探究文化生成的真实来源,批判抽象化剥离文化的意义。在传统文化

谱系学中,构成文化的词汇意义、编撰方式、语言规则和语体风格被严格地圈定在精英主义 “文本自

律”的界限中,文化抽离于现实生活的情境,被悬置起来的文化成为形而上学的存在。
文化马克思主义正是看到了传统文化观与传统语言哲学研究的弊端,他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当

务之急,就是要将 “文化回归人的现实生活”“文化同样是普通人的”“从根本上说文化还是一种整体

性的生活方式”⑦ 等这样一些经验主义的文化定义得以确定。在 “文化主义”的开场下,使得具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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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亮、李媛媛:《理解斯图亚特·霍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
参见 [英]特里·伊格尔顿:《批评的功能》,程佳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2018年,封底。
参见 [英]托尼·本尼特:《文学之外》,强东红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页。
参见 [英]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孔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1页。
赵国新、袁方:《文化唯物主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第64页。
[英]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孔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参见 [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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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和社会学意义的 “文化”在更为宽广的视域中得以彰显,以 “文化”自下而上的发展和多数人共

享意义的文化符号,得到了对原有文化观念里程碑式的变革。文化主义在很多时候被认为因感情色彩

浓厚而失去科学性,然而,对于撼动当时坚如磐石的精英主义文化传统和改变旧文化符号秩序而言,
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

文化马克思主义早期文化批判的三部曲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为现实来源的创作。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不是理论内部抽象化的推演,或以建立某种严格文化理论规则为目的,而是以

文化批判的视角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形成具有现实指向的文化批判理论。伊格尔顿对文化

批判功能的基本定位是,“现代批评是在反对绝对主义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现在把它定义为反

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根本没有前途”①。第一代文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

批判展开文化批判的研究。他们意识到资产阶级通过政治权力,借助自上而下的符号操控,进行巩

固、收编和编码资本主义的文化场域,从而形成统治普通人民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流。在被资产阶级

排序的文化序列中,底层人民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意识不被接纳,一直处于被排挤和被边缘化的状态。
正如伊格尔顿所述:“部分是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重重压力,部分是受到社会主义内部新主题和

力量的影响,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中心,已从狭隘的纯文本或概念分析转移到了文化产生问题和艺术品

在政治中的运用”②。文化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进行文化批判研究,实现了文化理论

与文化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的关系”③。而这一具有突破性的

文化观念变革,最初就源于第一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共同奠定的思想基础,将文化批判指向现实社

会经验的思考范围。下面以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三部曲为例,分析他们如何从经验事实为基础

的 “文化主义”范式中,寻求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依据。
第一部:1957年霍加特 《识字的用途》。它作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先锋之作,选取工人

阶级文化生活的语料,打破了精英主义视角的传统文化分析方式,以民族志介入对文化阐释的新替代

方案,从贴近生活的文化展示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将文学批评的特殊性介入到整体文化研究中。
这本著作振聋发聩地敲响了对文化传统旧秩序不满的鸣钟,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对工人阶级有机文化

生活的侵蚀与破坏。这一著作以带有个人自传性的记叙方式与社会历史和文化批判融合在一起,彰显

了普通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意义,并揭示出工人阶级文化 “断裂”的根源,在于工人阶级文化被动成

为了顺从资产阶级文化操控的牺牲品。在被看作断裂文本 《识字的用途》的第一部分,霍加特以充满

温情的笔调展示了由 “母亲”“父亲”“邻里”“他们”和 “我们”之间所构成的工人阶级人物景观,
以 “口述传统”“没有比较更好的地方”“通俗艺术周刊”“通俗艺术例证”串联成一幅幅工人阶级

“真实”而 “富足”的生活世界④。这种经验式的描述存留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文化样态,作为生活体

验的文化观念,再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真实样态,让读者对工人阶级文化生活产生情感共鸣,并

生发出对正在消失的工人阶级文化的惋惜之情。之所以称为 “断裂”就在于,霍加特有意在第二部分

全然扭转笔锋,以 “失去行动力的弹簧”“被棉花糖世界包裹的新大众艺术”“自动点唱机男孩”“轰
鸣刺耳的酒吧”等围绕着犯罪、幻想、性爱为主题的 “火辣”杂志,这些充满 “病态的”“不健康的”
和 “空洞乏味”作为呈现大众文化题材,用一种强有力的反差与对比,使读者自发产生对新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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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里·伊格尔顿:《批评的功能》,程佳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1页。
[英]特里·伊格尔顿:《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郭国良、陆汉臻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

第ii、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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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挟世界的厌恶,发出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呐喊。①
第二部:1958年威廉斯的 《文化与社会》。它是另一本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奠基之作,被

称为 《识字的用途》姊妹篇的,同样采用了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式,表达了威廉斯 “对工业文明及其文

化和思想中已经发生、当时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感受”②。《文化与社会》记录了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

中叶,影响英国思想界主要的25位思想家所形成的 “工业革命期间英语的演变”③,也就是伴随工业

革命以来,以伯克传统为标志的思想演进史。在伯克传统规划和限定的文化坐标系中,文化的边界、
文化的精神和文化的规约性问题基本上被圈囿在了 “国家精神”“国民性格”“上帝意志”“神的指引”
和 “完美标准”④ 的词项范围中。威廉斯通过切入生活的文化叙述,关注人类社会实践的文化场景,
来审视伯克传统以来文化格式化的思维进程。文化观念的形成并非静止和统一化的,而是充满了复杂

而多样的姿态,承载了不同文化主体探索各自不同文化生活所做出的努力。威廉斯用这样一种开放式

的文化观念,突破了伯克传统以来对文化解释的无限权威,对当时文化观念的形成和方法论提出了巨

大挑战。
第三部:1963年汤普森的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它虽说是一部典型的历史著作,但同被视为

早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三部曲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 “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

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⑤。这种历史与文化杂糅状态的研究,事实上

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运用 “文化主义”范式的一种体现。《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改变了传统以来历史

编撰学的记叙方式,将历史叙事呈现于具体历史事件和历史事件的感觉经验之中,而非抽象地陈设于

特定的结构之中。汤普森以经验主义分析方式展现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一方

面,以 “复数”而非 “单数”呈现 “阶级”,在于凸显 “阶级”历史关系的整体性;另一方面,以
“形成”一种动态的呈现过程,突出 “阶级”作为 “一种历史现象”⑥ 诠释的意义。汤普森借助工业

革命以来工人阶级共有的、共同的经历结成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感,揭示宏观社会结构之下真实而鲜活

的工人阶级的本真样态。他对工人阶级的描述从劳动到生活、从组织方式到政治活动、从宗教习惯到

文化娱乐,以回归生活的和沉淀于生活内部的具体历史事实揭开工人阶级形成的现实场景,从而抛去

传统以来对工人阶级描述的刻板印象。汤普森细致入微地对 “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
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⑦ 的描述,就在于烘托工人阶级在工业革命期间由共同

经历而自发生成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情感。汤普森正是用潜藏在工人阶级文化中的 “意识”“无意识”
和 “潜意识”,使得工人阶级摆脱盲从,从社会无意识的文化源泉中,获得工人阶级共有的思想观念

和革命意识。
文化马克思主义早期三部曲以 “文化主义”范式,展示了看待文化问题的多种可能性,不再固守

于传统以来鸽笼式学科定位的文化划分,提供了不同主体对待文化的不同态度和形成不同观念的选择

方式,从而使文化批判理论成为探究人类社会真实样态的一种重要来源。

二、“结构主义”范式:“多元决定论”的文化批判

在经历 “文化主义”范式的探索中,文化马克思主义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形成了对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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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主义”的认识和自我转化过程,产生了介入 “结构主义”范式的文化批判。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一

介入,不是对先前 “文化主义”范式的否定和丢弃,而是一方面认识到 “文化主义”范式具有缺乏科

学实证研究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警惕脱离事实而落入纯粹形式主义、抽象结构序列的误区。他们对

“结构主义”的认识,与前面提到的 “文化主义”有密切的关联,在文化批判的范式转换中,看到了

社会结构对意义生成的作用力,认识到仅以经验主义的认识原则探究文化问题还远远不够,需要寻求

“语言”与 “符号”、“意义”与 “社会结构”之间富有张力的隐喻关系,以更加科学理性的方式研究

嵌入社会结构的文化问题。
“结构主义”范式呈现出 “多元决定论”的文化批判,这体现了 “文化主义”向 “结构主义”范

式转换的接连与发展,即对 “基础与上层建筑”单一决定论的反思与批判。威廉斯在论述 “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时,分析了这个具有 “比喻性”关系的复杂性。在他看来,“基础与上层建筑”
之间不是 “凝固的、界限分明的空间关系”①,而是充满了 “时间 ‘延宕’或 ‘不平衡’”②。为论证

这一观点,他以文献考据的方式,从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费尔

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致布洛赫的信》《资本论》中追溯 “基础”“上层建筑”的术语变体,
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 “基础”“上层建筑”的使用,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这对词语的使用不是以概

念式而是以隐喻式来使用,因此在理解中要深入认识到这对词语的复杂隐喻关系,而非简单化、凝固

化其意义或者封闭于某一范畴之内。威廉斯指出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于,“在实际的发展

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生产关系方面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方面的深刻矛盾,因此也存在着这些力量

动态演变的持续可能。……只有当我们意识到 ‘基础’(习惯上人们也把 ‘变体’归入其中)本身就

是一种动态的、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包含着现实人们和由他们构成的阶级所进行的种种具体活

动,以及一系列从协作到敌对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才能把自己从这种带有凝固性质的某一 ‘领
域’或某一 ‘范畴’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从而推导出 ‘上层建筑’的多变过程”③。因此,威廉斯反

对当前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以 “五个顺序性因素”对 “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阐

释,以一种排序或者序列关系割裂了 “因素”之间的不可分性和复杂性。在此基础上,威廉斯进一步

对 “决定”一词进行语义分析,指明 “决定”不是 “铁的规律”“绝对的客观条件”又或是 “抽象客

观性”,而是 “多元决定”、发生在 “过程中的” “由过程整体上的 ‘规律’起作用”和 “历史客观

性”④ 作用的。威廉斯正是在对 “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澄清过程中,聚焦马克思主义文化理

论,形成了文化批判理论的基础,激活 “文化”具有的相对自主性和实践作用的意义。
第二代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霍尔、伊格尔顿、本尼特,在延续 “文化主义”基本的文化观上,认识

到文化符号意义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单纯经验主义文化研究是缺乏系统的理论,进而展开了文化隐

喻关系多维度的思考。这一研究范式对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将索绪尔格式塔般传统语言哲学嫁

接于文学理论而产生形式主义文论和文本自律论进行批判。他们从语言符号内部逻辑的文本研究,走

向文学之外,转向语言事实和言语内容相结合的研究,强调符号意义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同时,
他们批判性地吸收了结构主义对文化批判的方法,认识到结构主义固然有对社会结构缜密的地层学意

义上的科学研究方法,但过于强调结构的作用而忽视了结构背后历史主体的价值。文化马克思主义文

化批判理论接受 “结构主义”的思想主要大致可分为两种路径:一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深层结构

的路径;二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分析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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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之一: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深层结构的批判路径。威廉斯在回顾以往的语言哲学发展史的

过程,阐明了语言哲学的现实状况,认识到索绪尔语言哲学是一种语言结构的自生系统,语言对外部

世界的指向是被排除在研究之外的。索绪尔语言哲学符合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家的研究路径,以对近代

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用语言内部逻辑构造哲学,是一种纯哲学内部的研究。威廉斯主张语言符

号研究与现实社会关联的思想,开启了以社会维度语言符号研究为代表的思想家维柯和赫尔德的思

想。然而,他认为这些思想是一种生物学或者先验论的语言研究,是对语言符号构成性观念形成于人

的生物学基础的论述。为此,他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对语言符号的构成性观念加以诠释,提

出了具有物质性社会实践的语言内涵。
本尼特对索绪尔之后文本自律论的美学原则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索绪尔对意义与现实之物的符

号关系可运作于美学意义的文学批评。 “这样一种 ‘文学’观念使得我们发现在美学中所关注的问

题”①。然而,这种美学性的文学分析在英美新批判那里,被发展为文本自律性原则,强调文本内部

结构的优先性,以文本陌生化的方式拉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在本尼特看来,这种追求形式上的

迥异造成了 “文学”批评任务的相互抵触,失去了文学美学的真正价值。在此情境下,本尼特以文学

之外的视阈,走出了传统文学批评固定化的模式,重新搭建意义与现实之物的文学审美,提出具有审

美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路径之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分析的批判路径。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汲取语言范式之

后,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产生了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融合的新思路。以霍

尔为核心的第二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因受到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影响,开始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转向。阿尔都塞以 “矛盾与多元决定”的思想,对黑格尔主义的 “表现的总体性”进行了批判,
认为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还是与斯大林针锋相对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黑格尔主义的残留,以科

学理论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的 “多元决定论”看待文化问题,以文化的

相对自主性对待文化、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
文化马克思主义对阿尔都塞思想的接受不是全盘和被动的,主要采纳了其中关于不同层次、地层

学的抽象之间的连续而复杂运动的思想,同时,也看到了多元结构论影响中产生系统阐释的高度形式

主义的危险。虽然,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思想在霍尔所主持开展的文化研究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如霍

尔的 “批判范式”,即从内容转向结构或者说从显示意义转向符码层级。但是,文化马克思主义也看

到了这种大量去除历史、高度抽象结构和注重形式的弊端,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冲击也影

响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认识。文化马克思主义认识到阿尔都塞过于强调结构的无

主体和结构的连贯性,从而陷入了无行动主体的困局中,并产生了无力解决意识形态冲突和如何解构

意识形态的问题。文化马克思主义逐渐认识到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存在的优势与弊端,试图将两种范

式进行有效结合。霍尔看来,葛兰西转向有助于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融合,有助于超越文化主义、
结构主义的局限。

三、“结构—文化主义”范式:“符号化对象”的文化批判

从整个结构主义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来看,主要呈现出三个历史时期:以索绪尔、列维—斯

特劳斯和巴特的 “语言学范式”;以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以葛兰西转向实现文化主

义与结构主义的超越。这三个阶段代表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实现 “结构—文化主义”范式融合的演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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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现从语言符号拓展到更广泛的符号世界的研究。文化马克思主义将符号一体两面的特征即 “语
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运用到文化批判的思考中。而这

种融合范式是在通过将结构主义原则运用于具体的文化与社会事实中,以及对传统结构主义的扬弃中

不断摸索而来,体现了符号化对象的文化批判。这种符号化对象世界的文化批判是在 “结构—文化主

义”范式融合的过程中得以逐步并延伸推进。
当文化马克思主义看到阿尔多塞结构主义的弊端时,将其目光转向了葛兰西思想,最终实现了

“结构主义”与 “文化主义”的范式融合。他们逐渐认识到,结构主义过于追求结构的抽象化而走向

过度的形式主义,去除复杂文化符号场景中的历史事实,而无法解决文化符号中 “无意识”“常识”
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关系问题。他们通过葛兰西对 “意识形态”“常识”“霸权”和 “权力”的分析,有

效推进了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两种范式的接合。在葛兰西看来,意义链的顶端是由制造、维护及再生

产这些权威理论和实践规定,即所谓的 “霸权”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决定不是静态的实体和持续的稳

定系统,而是充满着不平衡、冲突、斗争、协调和重新平衡的动态过程。文化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了结

构系统中的动态性,将文化批判指向符号化的对象世界,把阿尔都塞 “地层学的现实变成统一由符号

化对象渗透其中和作用其中的这样一个现实”①。
文化马克思主义看到了符号实践对于反霸权的积极作用,在符号化对象的理解中,文化符号被归

为具有相对独立存在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范畴。文化符号与意义张力关系的探究,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

后期研究得到颇为有效发展,在探究具体文化意义的生成时,不仅探讨广泛被接受的 “意义图表”,
更为重要的是,展开了 “意义”流通中产生的差异、冲突、认同和利益关系的询问;不仅对观念系统

的 “意义”或者表征系统的 “意义”进行分析,而且更进一步地对实践的 “意义”或者功能的 “意
义”进行了深入研究,更加突出了 “结构—文化主义”范式马克思主义符号隐喻研究的特色。

在 “结构—文化主义”范式融合的文化批判理论中,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深入社会文化现象的剖

析,直击当代社会的核心矛盾,进一步拓宽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视阈。文化马克思主

义面对政治话语的复杂性,形成了文化政治学研究。像本尼特则汲取了福柯关于非单一结构权力的思

想,主张对话语的论述不能单纯依靠结构主义方式,而应采用战略性或战术性话语的思想。本尼特这

种战略性或战术性的话语主要接受了福柯 “知识分子”的思想,并产生了 《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文学之外》《文化、治理与社会》等系列著作。他试图恢复 “真实历史”叙事和减少 “文学内部”叙

事,强调 “知识分子的职能”②,对公共话语、公共教育、公共文化场所,开展政策引入上的文化

治理。
伊格尔顿将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融入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分析中,关注多视角文化的马

克思主义问题,但是,他明确指明了研究 “性别问题”与 “阶级问题”之间关联,指出 “(性别)远

不是阶级斗争的替代物,而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手段”③。即便在被称为具有后结构主义色彩的 《克
拉里莎被强暴》中,他始终强调以 “总体性”分析捍卫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意义,借助拉康的概念———
“拒绝替补的逻辑”批判任何以 “身份政治”替代 “阶级”概念等替代方案。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对

20世纪末以来 “女性主义”“身份政治”“边缘群体”和 “青年文化”研究的态度和定位,认为这只

是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的某种阐释,并不能从中找到文化批判理论的主要政治实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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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这与第三代代表人物思想具有一定差异。
 

20世纪90年代之后,第三代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全球化驱动下出现了文化 “并列、会合

和混合”① 的姿态,需深入到符号化对象世界更为复杂的多面向观察,反对传统样态的文化认同和身

份认同的方式,关注文化符号中的 “混杂”“散居”“移民”“多元化”和 “多重身份”,凸显了本质主

义批判的特征。吉尔罗伊以 “多元化的历史”与文化表征相结合,强调在多元文化视域中用 “身份的

运动”的方式重新看待种族文化、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的问题,反对以泛全球化身份对不同历史境遇

文化特性做出统一化叙述。多里莫尔和辛菲尔德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主要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以戏

剧作为展开社会历史复杂性的微缩镜,揭示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流对整个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遮

蔽。他们用反本质主义的批评方法,主张文学与历史的无法分割性,调动戏剧中失序与反抗性元素,
例如 “克瑞西达作为反抗秩序和权威的典型代表”②,从而激活戏剧本身潜在颠覆力量。他们关注文

本阅读作为建构人类知识、基本观念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实践活动,将文本理解当作是文化生产的

重要组成,力图达到文本与语境、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无歧义性,彰显了符号化对象世界中普通人民文

化自主实践的意义。
20世纪末到21世纪文化马克思主义随着后人文主义的涌现,他们借助 “结构—文化主义”范

式,将符号化对象的文化批判延伸至更广泛的场域,包括主体性与身份、社会认同方式、反本质主

义、身份与话语模式、散居与边缘群体、混杂身份、后殖民主义文学、性别的话语结构、全球电子文

化、数字媒体文化和城市文化研究等相关主题。他们认识到文化批判理论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由不同

群体组成的文化集合中的内部独特结构和相对自主的实践形式,来探究文化符号与社会结构的张力关

系,从而以文化实践的内部生成作为变革整个社会结构的动力,从微观文化结构的变化产生对整个社

会结构运行方式的反作用。
文化马克思主义从发生学的角度关注文化现象是如何生成的,将文化事件与事件背后的结构规律

进行一种复合。这种研究一方面避免了结构迂回、抽离现实语境的分析,另一方面可在语言繁复的经

验描述中寻求规律;既可以减轻结构分析对文化现象造成的刻板感,又可将文化的气息和浓郁感在经

验的叙述中蔓延开,使得在这样一种双向维度的展开中让人不禁轻呼一声这就是文化。

结 语

总体来说,“文化主义”范式的文化批判赋予语言符号展现人类生存意义的价值,借助历史文化

语义学、二战前后工人阶级语言符号变体和承载社会关键词的语义流变,对经验生活的日常语言、工

人阶级的言说方式和普通人民的文化常识,进行了具体经验层面的语言研究。这一研究范式改变了格

式塔般传统语言哲学的现状,从语言符号内部逻辑研究,转向了语言事实和言语内容相结合的研究,
强调言语意义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结构主义”范式在延续 “文化主义”范式的文化批判基础上,
认识到语言符号意义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单纯经验主义语言意义研究缺乏系统理论,展开了文化结

构地层学意义的思考。他们批判性地吸收了结构主义对语言研究的方法,认识到结构主义固然有对语

言符号缜密的科学研究方法,但过于强调结构的作用而忽视了结构背后历史主体的价值。“结构—文

化主义”范式一方面强调语言符号结构分析的科学意义,另一方面关注语言符号行动者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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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语言结构”与 “言语意义”作为探究社会发展互为补充的因素,嫁接了符号的 “形式与内容”
“结构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两种范式融合的文化批判理论。文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将共时的结

构秩序与历时的时间序列编织在一起,共同释义嵌入在社会结构的文化图景,为文化批判理论带来了

理论与实践的互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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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Marxism,
 

formed
 

in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regards
 

cultural
 

criticism
 

as
 

a
 

critique
 

of
 

the
 

reality
 

of
 

capitalist
 

society,
 

expand
 

the
 

scope
 

of
 

cultural
 

criticism
 

from
 

literary
 

texts
 

to
 

a
 

wider
 

range
 

of
 

real
 

society,
 

and
 

embodie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paradigm
 

shift:
 

the
 

cul-
tural

 

criticism
 

of
 

“a
 

whole
 

way
 

of
 

life”
 

is
 

initiated
 

by
 

the
 

paradigm
 

of
 

“culturalism”;
 

the
 

cultural
 

criti-
cism

 

of
 

“multiple
 

determinism”
 

is
 

formed
 

by
 

the
 

paradigm
 

of
 

“structuralism”;
 

and
 

the
 

cultural
 

criti-
cism

 

of
 

“symbolizing
 

objects”
 

is
 

realized
 

by
 

the
 

paradigm
 

of
 

“structural-culturalis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aradigm
 

shift
 

of
 

Marxist
 

cultural
 

criticism,
 

the
 

meaning
 

of
 

“culture”
 

is
 

formed
 

from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anthropology,
 

sociology,
 

literary
 

theory,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se-
miotics,

 

and
 

the
 

rich
 

and
 

complex
 

connotation
 

of
 

“culture”
 

is
 

also
 

explor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radigm
 

of
 

“structure-culturalism”,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tent”
 

and
 

“struc-
ture”

 

and
 

between
 

“fact”
 

and
 

“form”
 

ar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tension
 

between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events
 

and
 

achieve
 

a
 

path
 

to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the
 

symbolic
 

world
 

of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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